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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海相和陆相记录定量重建白垩纪大气 CO2 含量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温室

气候条件”尤为重要, 但目前多个阶段的古植物数据还非常有限. 基于气孔指数技术, 本文根

据黑龙江嘉荫永安村组 3 个层位的铁线蕨型银杏化石表皮, 重建了晚白垩世三冬期大气 CO2

含量. 回归法分析的结果显示, 三冬期 CO2 含量存在明显的下降过程, 即从早期约 661 ppm  

(1 ppm=1 μL L−1)降低到晚期约 565 ppm. 上述结果与 GEOCARB Ⅱ基本吻合, 表明三冬期

CO2 含量远高于现代. 相对高的 CO2 水平为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此外, 

植物数据显示, 白垩纪 CO2 含量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但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幅度的波

动, 并以赛诺曼晚期、土伦期、三冬早期、坎潘晚期和/或马斯特里赫特晚期最为明显. 对古

植物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 晚白垩世全球陆表均温亦存在多次波动. 全球陆表均温的增量

(ΔT)在赛诺曼早期约为 3℃, 土伦中期增至 4.7℃, 而随后又在柯尼亚克中期迅速降低至

2.2℃. 自三冬期以后, 全球陆表均温逐渐降低, 并伴有一些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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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史时期, 白垩纪是重大地质事件多发的阶

段, 如大洋缺氧事件[1]和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2]等. 

这些事件触发了一系列环境变化, 并深刻改变了生

物圈的组成结构[3~5]. 在影响环境变化的诸多因素中, 

大气CO2含量的变化具有显著作用[3,5]. 包括被子植物

辐射与分异在内的很多生物事件都被认为与 CO2 含

量的变化趋势有关[3,6]. 然而, 现有的白垩纪 CO2 含

量研究多是基于不同年代分辨率的地球化学模型或

替代指标[7~10], 而基于植物的白垩纪各阶段 CO2 定量

重建工作还远未完成[11~16]. 

植物采用不同的适应策略以生存于不同的地区

和环境之下. 包括表皮和上覆角质层在内的几乎所

有形态特征都会随着植物生长特定环境的不同而发

生相应变化[17~19]. 角质层和其上发育的气孔即是植

物体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面. 一方面, 角质层可

以防止体内细胞水分的散失 [20]; 另一方面, 植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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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孔的开合运动, 在控制 CO2 摄取的同时, 也限制

着体内水分的蒸发[21]. 在给定的环境下, 所有这些生

理响应的机制需建立在一个最为简约的结构之上 , 

以最有效的方式获得基本的生长资源[22], 如 CO2、光

照和养分等. 

气孔和大气 CO2 之间的关系早已被人们熟   

知. 对现生和化石植物的调查以及对照实验研究显

示 , CO2 含量与气孔参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性[18,19,23,24]. 这通常包括气孔密度和气孔指数两个参

数. 气孔密度(stomatal density, SD)是指单位面积中

的气孔个数; 气孔指数(stomatal index, SI)指单位面

积上的气孔数与表皮细胞数的比例. 其中, 气孔密度

受到多个环境因子的影响, 如光照强度、温度和水分

等. 相反, 气孔指数仅对影响细胞形成的因子敏感, 

而 CO2 即是其中之一[25]. 因此, 对于给定的种类, 即

使两个参数有相似的响应, 在估算 CO2 含量时气孔

指数也更准确[18,19,23,25]. 在适于重建古大气 CO2 的种

类中, 松柏类和具有平行脉的祼子植物更多地被选

用, 因为这些植物的气孔较规则地发育在叶片的某

些区域[12,18,26,27]. 

本文基于铁线蕨型银杏化石(Ginkgo adiantoides 

(Ung.) Heer)的气孔指数 , 报道晚白垩世三冬期的

CO2 含量. 本文以及之前在嘉荫的研究结果[14]综合

显示, 从坎潘期至三冬期 CO2 含量不断降低. 此外, 

基于现有的古植物数据, 讨论了晚白垩世大气 CO2

和全球陆表均温的变化趋势. 这些结果为晚白垩世

大气 CO2 和古气候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次研究的银杏化石分别于 2009和 2010年采于

黑龙江省嘉荫县南山的晚白垩世永安村组剖面(图 1). 

永安村组主要为浅湖相和冲积相沉积, 岩性以灰色

泥岩、灰绿色粉砂岩和黄绿色砂岩为主[28], 产叶肢

介、恐龙足迹、鱼和植物等化石[28,29]. 最近的孢粉和

地层对比研究显示该组的时代为三冬期[29,30]. 

永安村组的植物化石产于冲积平原三角洲前缘

相, 含化石层位总体表现为淡水环境, 未见明显咸度

变化[30], 植物组合显示出较高湿度环境下的开阔植

被特征[29]. 

 

图 1  嘉荫盆地地质略图及黑龙江省嘉荫县的银杏化石 
采集点 

1, 上侏罗统至下白垩统; 2, 永安村组; 3, 太平林场组; 4, 渔亮子组; 

5, 下古近系至中新统; 6, 南山永安村组剖面 

1.2  角质层制备、统计和古温度分析 

本次研究共从永安村组的 3 个层采得 31 块保存

有完好角质层的银杏化石, 但其中部分为植物碎片

(图 2). 一般而言, 保证银杏类气孔指数统计的准确

性最低要求 5 个叶片[18]. 而在本次研究中, 对于每个

层位, 气孔指数的统计至少在 8 个叶片上进行. 对 31

块标本中的 94 个片断进行了统计, 角质层样品的制

备和统计方法详见 Quan 等[14]. 本文报道的气孔数值

为每层每个叶片所有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实验工作

在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进行, 标本亦存放于此. 成像设备为 JSM-6700F 电

子显微镜和 Olympus DP12 光学显微镜. 

气孔指数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 SI(%)=[SD/(SD+ 

ED)]×100. 式中, ED 为非气孔的表皮细胞密度(包括

副卫细胞和普通表皮细胞). 基于银杏化石的三冬期

大气 CO2含量重建以回归方程(regression function, RF)

得出[31]: 

 古 2

(415 SI 1961) 2000
CO

3337 SI 20000

× − ×
=

× −
, (1) 

该公式通过对腊叶标本的分析以及对现生银杏的控

制实验数据得出[31]. 由于现生银杏与铁线蕨型银杏

在生态和解剖特征方面的高度相似性[32~34], 该公式

可顺利应用于当前三冬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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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永安村组铁线蕨型银杏叶部化石和下表皮 
(a)~(c) 叶部形态特征, 标尺=1 cm; (d) 气孔带外面观, 标尺=50 μm; (e) 脉区外面观(中部), 标尺=50 μm; (f) 气孔带内面观, 标尺=40 μm; 

(g) 脉区内面观, 标尺=20 μm; (h) 气孔内面观, 标尺=10 μm; (i) 气孔器外面观, 标尺=10 μm 

为验证回归方程所得出的结果, 本文还应用了

另一种其于植物气孔的 CO2 重建方法, 即最近现生

对应法(nearest living equivalent, NLE). 最近现生对

应是指与化石植物在生态类型和/或结构上最为相近

的现生种. 化石植物的气孔指数与其现生最近对应

种的气孔指数之比称为气孔比率(stomatal ratio, SR). 

最近现生对应法设有两个标准, 分别作为最大和最小

误差: 其一是气孔比率为 2, 对应的 CO2 含量为 600 

ppm, 称为石炭纪标准(Carboniferous standardization); 

其二是气孔比率为 1, 对应的 CO2 含量为 300 ppm  

(1 ppm=1 μL L−1, 下同 ), 称为现代标准 (recent 

standardization)[35]. 现代标准更适合本次研究, 因为

两个银杏种在形态、解剖和生态等方面都显示出高度

相似性[32~34], 并且地史间隔相对较短. 

为从更大尺度追溯 CO2 的波动特征, 进一步计

算了CO2比率(ratio of CO2, RCO2). CO2比率指古大气

CO2与工业革命前大气 CO2含量之比. 铁线蕨型银杏

的最近现生对应显然是二裂银杏, 其平均气孔指数

为 12.1[18]. 

此外, 根据嘉荫的以及前人的研究结果, 通过 

Kothavala 等[36]的温度变化公式, 进一步计算出全球

陆表均温(GMLST): 

 24.0 ln( CO )T RΔ = ×  (2) 

式中, ΔT 为全球陆表温度的增量. 该公式是基于模型

得出的, 并假设 CO2 因温室效应而与温度有密切关

联[36]. 

2  结果与对比 

2.1  气孔指数和古 CO2 

所有标本的气孔指数统计结果见表 1, 每个层位

的平均结果见图 3. 显然, 每块化石银杏的气孔指数

都远低于现生银杏(平均约 12.1[18])(表 1), 表明三冬

期的大气 CO2 含量要比现代高得多. 回归方程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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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嘉荫永安村组铁线蕨型银杏气孔参数的测量结果 

层位 标本 
平均 ED 

(个 mm−2) 
SI(%) 平均 SI 

标准 
误差 

YN3 YN09023 462.14 6.71 6.99 0.79 

YN09024 446.54 6.78 

YN09026 438.21 7.30 

YN09027 425.53 6.77 

YN09028 472.60 6.95 

YN09030 482.18 6.22 

YN09031 458.59 6.76 

YN09042 433.88 7.22 

YN09046 435.48 7.37 

YN09049 453.37 6.37 

YN09051 451.43 7.73 

YN09052 424.58 6.57 

YN09055 456.55 7.72 

YN09056 455.31 7.14 

YN09058 499.64 7.22 
YN2 YN09017 455.54 6.81 7.11 0.65 

YN09018 459.36 7.47 

YN10005 633.92 5.71 

YN10018 459.17 7.11 

YN10019 445.84 7.53 

YN10020 417.88 6.97 

YN10023 438.64 7.60 

YN10024 484.17 7.69 
YN1 YN09001 485.75 6.57 6.76 0.83 

YN09002 547.37 7.27 

YN09003 535.44 6.66 

YN09006 567.77 6.04 

YN09008 441.37 6.17 

YN09014 517.09 6.57 

YN09015 539.70 7.67 

YN09016 552.71 7.12 

 

 

图 3  永安村组各层位铁线蕨型银杏的古大气 CO2估算 
误差范围为标准误差 

出的估算结果显示, 三冬期大气 CO2 从早期的约 661 

ppm 下降至中期的约 531 ppm, 随后又在晚期小幅回

升至约 565 ppm (表 2), 总体上比现代高出 150~280 

ppm (现代约为 380 ppm[37]). 

从气孔指数测量数据可进一步得出气孔比率 , 

并通过最近现生对应法的标准程序转化为 CO2 比 

率 [35]. 结果显示, 最近现生对应法的结果很好地匹

配于回归方程法的结果(表 2 和图 4(b)). 三冬期大气

CO2含量从早期约 503 ppm(层位YN1)下降至中期约

478 ppm (层位 YN2), 并在晚期缓慢上升到约 486 

ppm(层位 YN3)(均为现代标准)(表 2). 如图 4(b)所示, 

回归方程法的结果均落在最近现生对应法的结果范

围之内. 此外, 尽管回归方程法的结果整体上略高

(平均高出约 97 ppm), 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显示

出三冬期大气 CO2 存在缓慢下降的过程(表 2 和图

4(b)).  

2.2  与地球化学数据的对比 

关于三冬期大气 CO2, 目前尚未见及相关古植

物的研究结果, 因此本文将所得结果与基于地球化

学替代指标以及基于长期炭循环模型的研究结果相

对比. 

当前结果与 Berner[7]基于 GEOCARB Ⅱ模型的

三冬期估算结果最为匹配. 虽然在三冬早期, 本文回

归方程法的结果要比 GEOCARB Ⅱ高出约 90 ppm, 

但晚期的结果几乎相同(图 4(b)). 最近现生对应法的

现代标准也和GEOCARB Ⅱ最为相近(图 4(a)). 另一

模型, GEOCARB Ⅲ[8]测得三冬期的大气 CO2 值约为

1270 ppm, 远高于本文结果, 但是本文结果总体上位

于 GEOCARB Ⅱ和Ⅲ之间. 许多学者认为[12,16], 虽然

GEOCARB Ⅲ是一个更新后的模型, 但其中白垩纪的

CO2 总是远高于 GEOCARB Ⅱ , 而从独立的古植 

表 2  基于银杏化石的三冬期 CO2估算 

层位 YN1 YN2 YN3 

平均 SI(%) 6.76 7.11 6.99 

标准误差 0.83 0.65 0.79 

RF-CO2(ppm) 660.82 530.58 565.19 

RCO2 1.68 1.59 1.62 

R.S.(ppm)a) 502.90 477.89 486.26 

Σ因子−1(ppm) 452.61 430.10 437.63 

C.S.(ppm)a) 1005.80 955.79 972.52 

Σ因子+1(ppm) 1106.38 1051.36 1069.77 

a) R.S., 现代标准; C.S., 石炭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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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陆表均温变化趋势(a)和晚白垩世大气 CO2(b) 
1, 本文基于 RF 的结果; 2, 本文基于 NLE 的结果; 3, 基于 RF 的坎潘期结果[14]; 4, 基于 NLE 的坎潘期结果[14]; 5, 对 Retallack[15]的数据进行

基于 NLE 重新运算的结果; 6, 基于 RF 的马斯特里赫期结果[11]; 7, 基于苔藓类同位素的赛诺曼期结果[38]; 8, GEOCARB Ⅱ及误差范围[7]; 9,  

GEOCARB Ⅲ[8]; 10, 盒子模型[39]; 11, Ekart 等[9]地球化学结果; 12, Tajika[10]生物地球化学碳循环模型; 13, 全球陆表均温变化(ΔT) 

 
物数据来看, GEOCARB Ⅱ在白垩纪的准确性可能更

高. 嘉荫晚白垩世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Ekart 等[9]以土壤碳酸盐作为古气压剂研究了白

垩纪的大气 CO2, 结果显示CO2的含量整体上呈现出

下降的趋势, 并于白垩纪-第三纪界线之前降到 1000 

ppm 以下. 其中, 三冬期的 CO2 含量约为(1270±500) 

ppm[9]. 若将该结果的误差范围考虑在内, 则当前古

植物结果与该地球化学结果也较为吻合(图 4(b)). 值

得提及的是, 由于不同替代指标所受到的影响因素

不同, 古土壤的 CO2 估算结果几乎总是远远高于古

植物的结果[18,40]. 

Tajika[10]基于碳循环模型重建了白垩纪的碳循

环和气候变化过程. 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大气 CO2 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的长期影响因素(如, 有机碳的埋藏

速率)和短期影响因素(如, 岩浆喷发的增多), 因为两

个因素与白垩纪碳循环密切相关[10]. 估算结果显示

出 CO2 在三冬期至坎潘期有明显的下降, 从约 970 

ppm 降至约 650 ppm. 相比之下, 嘉荫的数据虽然也

显示出同样的下降趋势, 但幅度要小得多(图 4(b)). 

最近, Wallmann[39]建立了针对白垩纪-第三纪全

球碳-钙-锶循环问题的盒子模型. 该模型整体考虑了

海洋和大气、碳酸盐岩以及总碳等. 在这一模型中, 

由于微粒有机碳在埋藏过程中形成的负反馈, 而该

过程又与 CO2 分压及相应风化速率密切相关, 所以

白垩纪 Ca 含量的不断增高就意味着大气 CO2 含量的

不断降低 . 本文基于古植物的三冬期大气 CO2 与

Wallmann 的模型[39]结果非常相近, 也都显示出下降

的趋势, 但下降速度更快些(图 4(b)). 这可能是由于两

项研究的时间分辨率不同而导致的. 此外, Wallmann

和同事[39,41]推测在三冬期可能有较强烈的火山活动

或者板块运动, 使得大量 CO2 和/或甲烷等温室气体

被释[42], 从而成为气候适宜期. 嘉荫地区永安村组内

见有多层凝灰质的泥岩和粉砂岩[28], 这表明其在三

冬期时的气候可能即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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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晚白垩世 CO2 

Haworth 等 [12]根据掌鳞杉科假拟节柏(Pseudo- 

frenelopsis)的气孔指数, 以最近现生亲缘法重建了白

垩纪中期较大尺度的大气 CO2. 其结果显示, 从浩特

里夫期至阿尔必期, 大气 CO2 并不太高, 且波动较缓. 

另有两项针对早白垩世早中期的研究是以中国东北霍

林河组革质银杏(Ginkgo coriacea Florin)为基础的[16,43]. 

但是, 晚白垩世大气 CO2 的古植物学数据尚不多见. 

晚白垩世是生物圈从中生代向新生代演替的重要阶

段, 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 包括

环境的变迁和被子植物的全面崛起等 [3,4,44]. 本文汇

编已有的古植物数据, 试讨论晚白垩世 CO2 的变化

趋势. 

Fletcher 等[38]根据陆生无气孔植物的稳定碳同位

素(δ 13C)发展出一套新的 CO2 替代指标, 并以此分析

了南极洲亚里山大岛的地钱化石. 其结果显示在赛

诺曼早期, 大气 CO2 的含量在 1000~1400 ppm 之间, 

这一数据与其他独立的替代指标以及长期碳循环模

型的结果基本吻合[38]. 同时该结果也得到来自南半

球松柏类和银杏类气孔数据研究的支持[13]. 

Retallack[15]通过收集整理现生银杏及其 4 个亲

缘类群化石的气孔资料, 曾率先发表了 300 Ma 以来

的大气 CO2 重建结果. 在这一大尺度的研究中, CO2

的总体变化模式和基于海相化石氧同位素分析所得

出的长期温度变化之间呈现出良好的相关性. 该研

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选取了银杏类的气孔指数为

基础,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潜在影响因素, 例如

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等. 但同时该研究也存在一些

问题, 一是样品数量较少(通常小于 4 个), 使得气孔

指数具有很大的变化; 二是其采用的转换公式并不

适当[18]. 因为迄今报道的晚白垩世古植物数据很少, 

本文采用最近现生对应法重新计算了 Retallack[15]相

关时期的原始数据. 之所以选择这一方法是因为: 其

一, 不同物种的气孔对 CO2 的响应不同[25], Retallack

原始数据[15]包括了 Ginkgo sibirica Heer, G. pilifera 

Samylina 和 G. transsenonicus Krassilov 等多个种, 而

回归方程法是基于现生银杏的, 故并不完全适合; 其

二, 上述种类在形态和解剖特征上的变化很大, 例如

G. pilifera 和 G. transsenonicus 有时会有双面气孔式

的角质层出现[14].  

重新计算的结果显示, 赛诺曼中期至柯尼亚克中

期存在一系列强烈的波动(分辨率约为 1 Ma, 图 4(b)). 

为叙述方便, 这里将它们分为“A~D”等 4 个阶段(图

4(b)). 在“A”阶段, CO2 含量从约 680 ppm 降至 630 

ppm, 又在“B”阶段陡升到 850 ppm. 在“C”阶段继续

上升至 971 ppm后, 又在“D”阶段快速下降到了约 520 

ppm (图 4(b)). 虽然这一重新计算的结果显示出各阶

段明显的波动性, 但如图所示, 整体上依然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 即从赛诺曼中期约 680 ppm 降至柯尼亚克

中期约 520 ppm. 此外, 土仑中期至柯尼亚克中期的

波动形式与 Tajika[10]相应的结果较好地吻合, 但赛诺

曼早期至土仑中期却截然相反(图 4(b)). 因此这一时

期的 CO2 含量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确认. 

柯尼亚克晚期目前还缺乏古植物数据, 但从趋

势上来看, 可能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图 4(b)). 

本文和之前的研究表明, 嘉荫的银杏化石为三

冬期至坎潘期的 CO2 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证据[14](图

4(b)). 这些古植物数据显示出该阶段 CO2 明显的下

降过程, 降幅约 100 ppm(回归法). 由于分辨率问题, 

地球化学方法并没有识别出这些变化过程. 

嘉荫的数据显示, CO2 含量从三冬中期的 531 

ppm 上升至坎潘早期的 620 ppm(图 4(b)中箭头). 但

这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因为坎潘

最早期的数据仅基于 1 块银杏化石[14]. 这一阶段之后, 

CO2 含量从约 580 ppm 逐渐下降至坎潘晚期的 550 

ppm, 但伴有一次小幅波动(上升至约 690 ppm). 这次

波动之后, 继续缓慢降至马斯特里赫晚期的 530 ppm, 

直至 K-T 事件的发生[11](图 4(b)). 

总结起来, 地球化学的结果认为晚白垩世大气

CO2 经历了长期下降的过程, 幅度从 1975~450 ppm

不等[7~10,39](图 4(b)). 相比之下, 古植物结果也体现出

类似的 CO2 变化趋势, 但同时识别出多个波动过程

(图 4(b)). 

3.2  全球陆表均温 

全球陆表均温的变化依赖于气候系统对大气

CO2 及甲烷等温室气体含量的敏感性[45]. 我们很久

以前就认识到, 由于甲烷易被氧化而不能长期存在, 

因此 CO2 在全球长期陆表温度的变化中就起到了主

要作用[37]. 而在通常情况下, CO2 含量的双倍变化被

认为是影响平均温度变化的内在稳定性的范围[45]. 

地球化学数据显示, 除赛诺曼中期、土仑中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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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期存在着持续约 3 Ma 的降温以外, 白垩

纪的大多数时期以温暖气候为主[46]. Retallack[15]的研

究为我们提供了显生宙 CO2 变化的大格局. 这一结

果总体上与基于总碳平衡模型以及海相地球化学资

料的结果基本吻合[17]. 这些结果都显示, 当温度上升

时, CO2 会同时增高, 反之下降. 但目前古植物的数

据还不完整, 尚有多个时期的空白有待补充. 本文根

据已发表的气孔法 CO2 数据, 试讨论晚白垩世全球

陆表均温的变化. 

以银杏及亲缘类群为基础的研究已经得出较多

古CO2估算结果, 将这些值代入公式(2), 即可得出相

关全球陆表均温变化率(见图 4(a)). 晚白垩世的结果

显示, 陆表均温在赛诺曼中期至柯尼亚克中期发生

多次变化, 幅度从 2.2~4.7℃不等(图 4(a)和表 3). 三

冬期以后, 虽然存在一些突变, 如三冬中期的下降和

坎潘晚期的上升, 但气孔数据显示出全球陆表均温

梯度下降的整体特征(图 4(a)). 在马斯特里赫最晚期, 

气孔数据显示陆表均温有一次较为明显的下降, 降

幅约 1.9~1.2℃(图 4(a)和表 3). 整体而言, 这一陆表

均温的变化模式与基于中国西藏上白垩统半深海沉

积稳定碳和氧同位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7], 尤其

在三冬期、坎潘期和马斯特里赫期更是如此. 

4  结论 

基于永安村组铁线蕨型银杏的古植物数据显示

大气 CO2 含量整体上在三冬期从约 661 ppm 降至

565 ppm (回归法 ). 当前基于气孔的研究结果和

GEOCARB Ⅱ模型最为吻合. 较高的大气 CO2含量有

助于解释该时期的相关环境问题. 

已有数据表明, 晚白垩世 CO2 整体上呈现出下

降趋势, 并在个别时期伴有幅度不等的波动. 较为强

烈的波动发生在赛诺曼晚期、土仑期、三冬早期、坎 

表 3  晚白垩世基于气孔的 RCO2和全球陆表均温增量 

时期 年代(Ma)或层位 SI 均值(%) RCO2 ΔT(℃) 

马斯特里 
赫期 a) 

65.4 8.40 1.35 1.20 

65.5 8.30 1.37 1.24 

65.8 7.10 1.60 1.87 

65.9 7.00 1.62 1.93 
坎潘期 TP11 7.01 1.62 1.92 

TP10 6.98 1.62 1.94 

TP09 6.97 1.63 1.94 

TP08 6.92 1.64 1.97 

TP07 6.91 1.64 1.98 

TP06 6.70 1.69 2.10 

TP05 6.96 1.63 1.95 

TP04 6.98 1.62 1.94 

TP03 6.94 1.63 1.96 

TP02 6.93 1.63 1.97 

TP01 6.83 1.66 2.02 
三冬期 YN3 6.99 1.62 1.93 

YN2 7.11 1.59 1.86 

YN1 6.76 1.68 2.07 
赛诺曼期-土

仑期 
87 6.5 1.74 2.22 

88 5.9 1.92 2.61 

89 4.4 2.58 3.78 

90 3.5 3.24 4.70 

94 4.0 2.83 4.16 

95 5.4 2.10 2.96 

96 5.0 2.27 3.27 

a) 设 K-T 界线为 65 Ma[11] 

 
 

潘晚期和马斯特里赫最晚期. 在这些时期内均有重

要的地质事件发生, 但这些地质事件与 CO2 之间的

联系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此外, 以 CO2 为基础的晚白垩世全球陆表均温

研究结果与碳和氧同位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整

体而言, 温度增量从赛诺曼早期约 3℃增加到土仑中

期约 4.7℃, 随后在柯尼亚克中期急剧降至约 2.2℃. 

三冬期之后, 全球陆表均温除一些小幅波动以外, 整

体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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